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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界”看两个土家族村落
生计模式的变迁
王 娜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两个土家族村落以一条宽度不到100米的黄河为分界线，位于渝鄂省际交接地区。曾隶属不同土司管辖的两
村，在长期的村落历史构建中，形成不同的身份认同界线。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得出，同一时期内，通过不同权力
主体的引导使得相邻两个土家族村落生计模式出现不同的变迁之路，进而影响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改变。在这一过程中，
相通的民族文化以及血缘和地缘的链接，让两个村落在同一空间内产生互动，打破边界的桎梏，共同提高家庭生计的收
入，发展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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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of Livelihood Model of two Tujia Villages from the
“Boundary”
WANG Na
（Xiamen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ities，Xiamen，Fujian 361005，China）
Abstract：The two Tujia villages are divided into a line connecting the Yellow River with a width of less than 100
meters, belong to the provinces of Chongqing-Hubei transfer area. The two villages which used to b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different chieftains have formed different identification boundaries in the long history construction of villages.
On the basis of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 analyses that in the same period, the livelihood patterns of the two
neighboring Tujia villages have different changes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different power subjects, which will affect the
changes in their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In this process, the interlinked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links between blood and
geography, so that two villages in the same space to create interaction, break the shackles of the borders, jointly improve the
income of family liveliho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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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boundary） 是社会人文学科和心理
学上的重要概念。所谓边界不一定是物理性，它
可以是你我遭遇之际有意或者无意间表现出来，
用以体现彼此有别的方式和语言。虽然这是一个
常用的词，但在人类学上用来涉及认同，却出现
得较迟，巴特很可能是第一人，巴特用边界来诠
释他提出的族群性。边界不可能无中生有地框定
‘某物’，而是辨别两个以上的‘某物’”。[1]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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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的过程就是认知分类的过程。本文中所讲的
“边界”，它既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指两个村落
处于渝鄂省际边界的行政位置。更重要的是指两
个土家族村落由于族源不同，历史上曾分属于不
同土司管辖，在漫长的村落历史建构过程中，特
别是长期的行政划分，使得两村人形成自我身份
认同，也就是心理上的“边界”。直观的表现是在
日常日活中，他们之间存在你我有别的分类概念。
调查期间曾多次听到两村人的互评，“对岸的那
些人，整天游手好闲在大坝场开赌场打麻将，没
有事情做。”“对撒，都是土家族，我们是重庆
的，他们是湖北的，不一样的撒。”历史、经济发
展水平及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叠加，让两个相邻
的土家族村落彼此有界线之分，但这个“边界”
又不是绝对的固定不变的，它通过村民自己的选
择表现出流动性。
一、研究区域概况
作为研究对象的两个村处于重庆市与湖北省
两省（市） 三县接壤地带，隶属重庆市的村落是
鱼村，而另一个是湖北省的龙村。
龙村在历史上一直隶属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
文斗乡管辖。恩施地区，从元代开始出现土司制
度。明清时期，由于战乱，湖北境内其他地区的
土家族、汉族等相继迁来利川，形成融合。利川
境内的文斗乡属于忠路土司的管辖范围。忠路土
司原本姓向，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被从施
州迁来的覃姓打败，成为新土司。清雍正二年
（1737年） 末代土司主覃梓楚迁往湖北孝感，忠路
土司改土归流建县。两村在历史上一直分属于不
同姓氏的土司管辖，造就村民们从祖辈开始就有
宗族身份认知的分类之别。
在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中，鱼村地处石柱土
家族自治县东南部，位于十字路口的位置，东与
湖北龙村和彭水县三义乡依山接壤，南与马武镇
以沟河为界，西与木坪乡四平村、漆辽乡文河村
依山傍水为邻，北与洗新乡的漆树村、白果坝一
脉相连。东西北三面被齐悦山的余脉包围，是丘
陵和山地地形，村民们在这里种植经济林木和稀
有树种，发展林业。中南部黄河沿岸是平坝丘陵，
平坝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历来是水稻的高产区。
全村经过之前的行政调整，现辖有8个村民小组，
高山区和平坝区各分布4个村民小组。乡政府驻地
于平坝区的大坝场组，是全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近些年大坝场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重修
新建有乡小学、医院、水电站、边贸市场和民族
商业街，拓宽乡镇公路，规划商住一体居住区。
乡小学里也招收龙村的小朋友就读。
龙村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
市文斗乡的西部，村民描述龙村说：“湖北省最
偏僻的地方是利川，利川最偏僻的地方就是龙村。
我们这个地方是天高皇帝远啊，无人管的地方，
很多领导一听说路程来都不来咯”。龙村下辖16个
村民小组，大部分辖地地处山区，村民小组居住
较分散，靠近河流分布有四个小组。近年来，由
于生计模式的变迁，及方便小孩上学，很多人选
择从高山上搬下来在沿河平坝修房子，也有很多
人在鱼村场镇上修新房，现在场镇上居住的龙村
人达63户。
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决定这里的农
作物一年两熟或三熟。粮食作物均以水稻、玉米、
红苕、洋芋为主；经济作物以烤烟、辣椒、油菜
为主，兼种土烟、生姜、魔芋等。家庭养殖业以
养猪为主，牛、羊、鸡为辅。
每逢日历中的2、5、8是当地的赶场日，主要
以农副产品交易为主。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日用品的需求量增加，因此鱼村提出大力发展
场镇经济建设，吸引大批龙村及周边乡镇有技术
的村民搬来大坝场居住，不仅可以活跃场镇经济，
也可以使各村部分村民依靠场镇成为个体户改变
生计模式挣钱，双方互利。很快场镇上开有家俱
店、理发店、粮油副食店、鞋店、小饭馆等店铺。
两村人也开办微型加工业和手工工厂。微型加工
业均开在大坝场，是电子产品厂和首饰加工厂，
吸纳村里闲散人员进厂做工。手工工厂主要是木
料厂，厂址建于龙村。
赶场日由临时摊点和固定店铺组成，临时摊
点主要是场镇附近村民背来卖的应季蔬菜或大米、
新鲜猪肉、野生菌子、笋和水果等食品。固定店
铺中卖农药、农具及加工农作物的店铺只有在赶
场时才营业，卖衣服、鞋子及副食品等生活必需
品的店铺则是每天都开门。集市是两村人互动的
重要社会空间，在这里形成物资和信息互通的关
系网络。
二、两村生计模式变迁
原本两村都是以农业为主，养殖业为辅的农
村传统生计模式。到上世纪20世纪90年代，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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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开始接触到外面的世界，认识到不足和差距，
又加之山区人多地少的生存困扰，外出打工的思
潮开始萌发，随着第一批打工者的带头出行，这
个浪潮一直持续到今天。年轻人的不断外出致使
村里失去了往日的热闹，留下的是老人和小孩，
有个别妇女没办法留在家也是因为无人带小孩。
由于家里劳动力的缺乏，小春作物已经没有人在
种了，每到打谷时，必定要换工才能保证作物的
及时收回。走在半山区的梯田间，随处可以看到
荒弃的土地。面对乡镇经济发展不振，土地无人
耕种，劳动力流失等困境，更加促发两个土家族
村落生计模式的变迁。
当外面的社会生活水平不断增长提高时，处
于山区的村民们就会迫切寻求转变，这是村民的
自我发展意识与需求。同时，要发展也需要一个
强有力的“带头人”来带领大家走出困境。在
“带头人”权力效应产生的过程中，两村出现了不
同的情况。鱼村受到外部国家力量的指引，依赖
体制下的政策福利，挖掘自身内部的特色，形成
多元化产业结构的生计之路，鱼村的“带头人”
就是体制性权力下的乡级政府。而龙村在全国农
民外出打工经济盛行的背景下，村民们依赖村庄
内部宗族的力量形成小规模的外出打工团体，发
展出一种外向型村庄经济收入道路——打工经济，
龙村的“带头人”是村庄内生性权力的宗族组织。
（一） 鱼村体制性权力下的生计模式变迁
重庆设立直辖市后，石柱县就成为重庆市的
直管县。鱼村所在的乡政府也被调整为独立的乡。
因此，从市到村的行政机构只有四级，政令的传
达可以直接到每一个村小组，各种政策的大力宣
传使得广大村民对政府代表的体制性权力形成完
整的认知体系，也加强了在日常生活中对村民社
会的控制力。面对生计模式的转变，鱼村政府采
取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使全乡的农业实现产业
化经营。具体的做法是，乡政府通过对土地测量
和市场需求的调查了解，决定让居住在平坝地区
的村民小组加入辣椒合作社，发展辣椒种植。高
山地区的村民小组发展烤烟的规模种植，平均每
一户都能种十几亩，形成产供销一条线运作模式。
在养殖业方面实行万元增收工程，政府提供小额
贷款，鼓励村民发展新品种家畜的养殖，成立肉
兔养殖和活水鱼塘养鱼基地。
发展辣椒合作社从2005年开始，由县辣椒办
统一指挥，并与村民订立收购合同，并且每年都
会派技术员指导农民种植和防御病虫灾害的技术。
最后由合作社把收好的辣椒送到工厂，工厂负责
进一步加工，并出售。2005、2006年是实验期，
先小范围的试种。从2007年开始在全乡普及种植，
考虑到气候和土质等问题，主要在平坝的两个村
组进行。到2008年是辣椒种植的丰收年，当时全
乡种500亩，产量达100多吨，合作社一天就可以
收十几吨，与村民签定的保价合同是7角一斤，实
际收购价是1—1.2元。2009年时，收购辣椒的工
厂改进技术，烘炕全部采用机器，这时因为改变
辣椒的种植品种而导致产量不高，只有30吨。当
时签订保价合同是1元1斤，实际收购是1.5—2元
一斤。2010年乡政府依旧栽种朝天红，并按照县
辣椒办规定，划定辣椒生产的丰产片面积。总产
量是60吨，保价合同是1.5元，实际收购的价格是
2—2.3元。每到年底，政府还要给辣椒种植大户
发放奖励，调动椒农的生产热情。
在鱼村的高山地区，发展烤烟的规模种植，
由乡政府和烟草公司合作共同负责烤烟的生产。
种植前期需要投入的肥料、农药、烟种、大棚膜、
地膜等，全由烟草公司配给，烟民需每亩出275
元。在烘烤阶段，小烤房烤一房大概要用500一
600斤煤，大烤房烤需要煤2000斤，一吨煤的市价
是500元。此外大烤房烤一房要用电200度，所需
电费是100多元，照这样投入看，一户烟民要种20
亩烤烟的话，成本要出2万元，年成好的话，可以
收入5万元，年成不好的话，可收入大约3万8千
元。此外，烟民种植烤烟政府会有补贴，由市烟
草公司出70%，县财政局出30%的比例组成。按
照平常出烟量的统计，一户种植20亩的烟民，一
年能够领到4000元的补贴。
从2010年10月开始，在政府的带动下鱼村发
展肉兔养殖，全村一共有13户。养肉兔由乡政府
牵头，石柱银山食品公司与养兔户签订保价合同。
规定最开始养兔数量至少要养110只，包括10只公
兔，100 只母兔。按照正常发展进度，养兔一年
的规模可以达到200只种兔，收入是6万元左右，
除去一切开支纯收入有2万元。乡政府万元增收工
程规定，到年底核算时肉兔若达到100只，400个
兔笼的规模，就会有1万元的补助。
流经鱼村的河流较多，为村民养鱼提供了有
利的条件，2010年仅有一户修鱼塘养鱼，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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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大型鱼塘养鱼的已经有四户。乡政府也在不
断鼓励村民们自主创业，并提供小产业贷款。
在“带头人”——体制性权力的一系列引导
下，鱼村的生计模式由单一型“以粮为主”转型
为“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多元化产业结构生计模
式。这种模式不仅有利于村民实现原有生产资料
的有效配置和转化，使其逐步走向农业产业化的
道路，而且也可以保证村民们在一项收入遭到损
失的情况下，可以用其他的生计收入来弥补。虽
然在这一过程中，村民们也遇到技术问题和政府
对接的资金问题，但双方在经过几年的调适磨合
期后，村民们能够更加相信政府的主导力量，对
原本要抛弃的土地、山林等传统生产资料重新产
生热情，走出一条立足于本村资源的内向型生产
经济发展之路。村民的收入有提高，家庭经济的
来源更加多样化，也得到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积极
响应，回乡自主创业。
（二） 龙村村落内生性权力下的生计模式变迁
龙村属于湖北省利川市的文斗乡管辖，文斗
乡管辖56个行政村、596个村民小组，范围过大，
为了有效管理和方便群众办事，在乡下面又设有
工作站。但从工作站到龙村的距离，开车也要走
三个小时，且山中道路崎岖不平，遇到下雨天只
能是摩托车出行，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这种地理
位置的偏远，让龙村更加被边缘化，成为政府等
国家力量长期无暇顾及到的省际边界小村。
这种情况下，还未消除的宗族力量就成为村
落的主导力量，在龙村生计模式的变迁中，发挥
出重要的带头作用，形成小规模团体的外出打工
经济。现代国家政权体系下，宗族力量是不可能
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他需要依托于一个外在
组织，并通过该组织的正规名义来为自己宗族谋
取利益。而村委会的现行运转正符合“带头人”
的需求，也是各大宗族为了收揽各组村民，保证
自己权威生效的平台，他们既可以在村内事务上
有极大的发挥空间，又可以灵活应用政策来达到
自身权益的平衡。
处于行政和地理的边缘地带且人多地少，在
日益突显的城乡收入差距等各种因素爆发下，龙
村村民要靠自己的能力来寻找适合的生计模式，
只有走出山区，发展外向型的打工经济，是较为
便捷的选择。龙村第一批外出务工人员是从上世
纪90 年代开始，通过他们出去见世面，回来宣
传，就陆续有人跟着亲戚、朋友、本村同行等沾
上边的关系出去挣钱。例如村里第九小组共有299
人，81户，外出务工人员占全小组总人口的一半
多，现整个小组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小孩有140-150
人。
龙村外出打工主要是做建筑工程和进厂。建
筑队集中在石家庄、浙江、山西三地。出去做建
筑队资产有十几万的小包工头要多一些，小包工
头主要是单行包干，只承包一个技术层面的活儿。
村里建筑队主要是由同姓家族内的亲戚组成，既
可以快速集中起来组队，又可以减少因不必要的
利益纠纷。但出门在外，若遇到大单生意几个包
工头也共同承包。例如11小组出去的包工头主要
做打钢筋，而9和10小组出去做木工。
进厂打工要比搞建筑的人数多一些。龙村村
民进厂集中在广东和浙江。主要做电子产品加工，
也有在服装厂、磨具厂、鞋厂打工。村民打工出
去的时间长了，有能力的升为高级技术工，有眼
界、资金的开始自己单干。更多的人是在外打工
到一定年纪，有了一些积蓄，家里孩子和老人的
生活都有保障后，也修好了新楼房，就回村继续
种田。
乡村外出打工经济是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出现
的大潮流，在这种潮流下，龙村村民受到村庄内
生性权力的引导，形成外向型的团体外出打工经
济模式，成为本村村民生计发生改变的道路之选。
有学者研究认为：目前在一个打工经济成为其主
要经济来源，打工成为村民主要职业的传统村落
里，职业和观念的转变必然引发传统村落“终结”
的漫长过程，而这种“终结”则结束于村落传统
和村落关系网络的瓦解。[7]在龙村，外出打工的生
计模式改变了村落的传统，很多传统的节俗文化
礼仪都因“家中无人”而逐渐被废弃，但在宗族
力量的引导下，这种团体外出打工反而让村落的
关系网络更加紧密，且与黄河对岸的通婚比率也
在上升。综上所述，鱼村和龙村的生计模式改变
之路可以归纳为：鱼村在由外来体制性权力引导
的乡级政府率领下发展内向型经济，利用村庄内
部生产资料重新配置转化改变生计模式，发展多
元化产业结构。而龙村通过村庄内生性权力引导
发展外向型打工经济。
三、两村生计模式的互动
两村生计模式在各自权力主体的引导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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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但在这一过程中，支撑两村生计模式改变
的正是两村之间的互补，他们通过土家族同一民
族文化的地缘及血缘之间的联系，打破原有的边
界之别，也就是龙村基本上需要一种血缘关系来
弥补外出务工劳动力的不足。新开在大坝场的电
子产品加工厂和首饰加工厂，是龙村外出年轻人
签到大工厂订单回大坝场开办起来的小型加工厂，
不仅吸收两村留守妇女进厂工作，而且也增进了
两村妇女的联系。
龙村留守的村民会跟着鱼村一起种植辣椒，
主要集中在核桃堡、长坝和毛坝三个村民小组。
鱼村发展辣椒多年，逐渐形成一个产购销的合作
体系，由辣椒合作社负责指导村民学习种植技术，
以保证每年的产量。由于鱼村芭蕉塘的组长与对
岸核桃堡等三个小组同属于明氏宗族，靠着这一
层关系，每年到辣椒栽种时，这三个小组的成员
就会去明队长那里购买种子，也跟着种植辣椒，
以增加家庭收入。据鱼村村委会发种子时的粗略
统计，现龙村已有100户村民跟着鱼村种植辣椒。
随着鱼村种植规模的扩大，每年参与的龙村户数
也在增加。
自古以来就处于同一地缘的两个村落，又有
着相同的生活习俗和生命礼仪，使得相互成为最
先考虑的婚配对象。到当地人收谷子的季节，由
于龙村外出打工的人多，家里缺少劳力，又必须
赶在雨天之前收完谷子，所以很多家庭都会和亲
朋好友一起换工，几家联合在一起轮流为其中一
家收谷子。
重庆成为直辖市后，中央实行的有关政策会
选择其作为示范点进行试验，政府实行的民生政
策相较于周围其他省市也会较早开展。在这样一
个大背景下，村民选择村外通婚特别是与实行政
策较好的鱼村通婚，有很多有利因素。首先，与
鱼村通婚，可以转户口到对面，享受场镇修房、
社会养老保险及政府补贴等各项惠民政策。其次，
很多外出务工人员都是跟着亲戚朋友或至少是本
地人出去打工，平时会很少接触到其他地方的人，
相对于不认识的外乡人，年轻人更愿意找老乡，
不仅有共同语言而且对对方的家庭环境也会知根
知底，对于以后小孩和老人的抚养和照顾也都有
好处。两人的关系也会更加牢固并最终走在一起。
第三，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
的联合。选择两村通婚，就会建立起一个血缘和
地缘相互交织的关系网络，在农村这决定着一个
家族的地位和办事能力。
四、结语
两个土家族村落在面对城乡收入差距、人多
地少等多种因素造成的生存压力时，都有自我想
改变的发展需求，这种需求因受到不同权力主体
的引导，导致两村出现不同的生计模式变迁。即
体制性权力引导下的鱼村发展内向型生计模
式——多元化的农业产业结构，内生性权力引导
下的龙村发展外向型生计模式——团体打工经济。
而在变迁的过程中，两村因有相通的民族文化及
通过通婚所扩大的血缘和地缘的链接，使得两村
在生计模式改变道路上发生互动，互为支撑，共
同提高经济收入。
这两个村落的变迁模式，既以触动村落社会
结构的变化，又可以引发村民个体的选择，以上
说明出现代乡村经济模式发展变化过程中，由于
村民主体的自我选择，曾经建构于行政划分和自
我身份认同的“边界”可以被打破，同一空间内
具有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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